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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參與這本書問世的時刻。我這一生到現在為止已經製作出版超過

30冊專書，所以非常了解出版一本書需要投入多大精力；慚愧的是，在它以日

語成形的過程裡，我百分之百的倚賴那些耗費了極大精力時間幫助我的朋友──

從早年邀請我來日本講學的伊藤教授，到後來義務接手完成出版的館教授，到御

茶水女子大學性別研究中心的秘書同仁；從眾多的翻譯者，到出版社的編輯；從

2003年到 2013年──我勞動了很多人。我想藉著今天的機會，對他們表示由衷

的感謝，是你們讓這本書成為可能。謝謝。 

對我個人而言，這本書首度以一個較為清楚的理路呈現了二十年來台灣女性

主義性別政治的發展和轉型，以及我和一些朋友在不斷浮現的性／別議題上的立

場對這個轉型過程形成了怎樣的攪擾和阻礙（這就是書名裡說的「性／別擾

亂」）。然而性別政治的轉型其實和台灣社會整體的政治經濟轉型是相互呼應的，

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積極角色。我相信觀察和分析這個轉型過程，對於認識當

下急速全球化的世界及其特質是有深遠意義的。台灣社運的發展形態是獨特的

嗎？還是可以為其他社會提供一些鑑戒呢？這要請各位觀察你們自己的社會來

做判斷。以下我想提出三個重點來描述台灣社運近年的發展、它如何反映台灣社

會的深刻變化、以及這個在地的空間如何接合全球化以便被納入國際政治。這方

面的研究也是我最近幾年的關注。 

台灣社運近年發展的第一個特質（或者取向）就是它越來越朝向國家政府

（state-oriented），它的存在越來越依賴國家的支持，它的行動越來越訴求由上而

下的立法與行政。政治學者過去曾以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市民社會）和國家

之間的對立來描繪社會內部的張力，1987年解嚴前，台灣社會確實多多少少有

這個態勢。但是 2000年，一直沒能擁有大多數選票的民進黨卻因緣際會的贏得

了執政，然後積極吸納原來並肩作戰過的友好民間團體和個人，讓它們分包

（outsource）政府的計畫和功能，或者根本進入執政團隊，以此強化執政的正當

性和統治基礎，而且至少在表面上也採用了社運的進步語言和價值。民間團體與

政府之間因而發展出複雜、糾葛、互利的關係，甚至在 2008年民進黨下台、國

民黨執政以後基本上仍延續下來，形成所謂「協同治理」（governance）的局面。 

性別平等團體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可以說是最成功的範例，她們不但強勢的、

狹隘的定義了平等理念和文明化的要求，同時也參與協助政府完備各種保護和監

控的管理機制，促成了更為綿密的治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閱讀這本書後半段

的分析。）然而由於民間團體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往往也被兩黨政治所穿透，傾

向特定政黨，因此在政權再度轉移而必須與非友軍的執政黨協同治理中，可能因

為暗含的黨派立場而不時反對或批判政府的政策，結果反而因為施壓而爭取到更

多的資源和權力。在表面上，民間團體擺出姿態，要在執政與在野兩黨的黨派政

治上保持中立，但是當社運呼應在野黨，批判執政政府的幾乎所有政策時，這就

促成了更強的民粹氛圍，使得政府無所作為，往往更弱化了國家能力。社運和國

家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複雜，利益糾葛更密切，但是從國際的眼光來看，反而認為

民間社會的力量在增長，有力量可以和國家一爭長短，國際輿論因而進一步撐起



民間團體與輿論左右國家政策的正當性。 

與國家共治的局面當然也對社運本身產生重大衝擊。台灣社運近年的第二個

特質／取向就是它越來越社會福利化。社會運動本來的目標在於改變社會，改變

權力結構，挑戰國家的統治，但是當社運團體越來越習慣把自己的工作和目標都

框架在政府的政策和預算裡，越來越相信需要更多細緻的統計數字來追蹤政策成

效，越來越渴望綿密的立法和行政體系來保障所謂弱勢的權益時，社會運動的性

質也改變了：許多社會運動團體變成了忙碌分包政府措施、爭取政府資源的社會

福利團體 NGO，而當社福成為政府統治正當性的重要來源時，許多原本從未參

與社運的個人和團體也開始「代言」起各種弱勢，要求分享資源。社運的版圖和

色彩突然複雜也功利了起來。 

說實在的，社福化雖然聽起來要照顧弱勢福利，爭取弱勢權益，然而實際上

卻更多的照顧了有能力執行規劃和設計的那些優勢者。近年來，性別主流化在台

灣的體制化就使得某些優勢知識婦女得以用「性別專家」的身分進入有利位置，

忙碌的在政府每個部會單位裡監督著性別平等國際公約的執行。由於這些積極的

作為接合了聯合國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方針，使得國族定位存疑

的台灣能夠間接進入長久渴望的國際政治版圖，即使強勢推行可能在過程中產生

了很多問題和不滿，造成許多痛苦和冤枉，人們也敢怒而不敢言。 

更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社福化」本身所預設的道德內涵和改良傾向，也強

勢排擠了社會運動原本可能包含的挑戰既有道德、質疑現有生活安排。結果，優

勢婦女嚴謹的道德價值觀和情感主導了和性與性別相關的諸多立法，不但鉅細靡

遺的規範了人際互動模式，更積極指認了（identity）也問題化了（problematize）

甚至罪刑化了（critiminalize）非主流的、邊緣的、不馴的、越軌的主體，對社會

自由反而形成緊縮的效果。 

當社運透過國際來與國家斡旋時，從社運內部到社會對話都開始產生變化，

這也就是台灣社運近年來所展現的第三個特質：不管是推動國際公約或協同國家

治理，公民社會都越來越傾向於以立法管理來代替說理辯論，總是採取由上而下

的教化姿態，透過掀起強大的政治正確風潮，來賦予主流價值和立場一種幾近絕

對的正當性，這也是前面說的「敢怒而不敢言」的來源。這種政治正確往往形成

無可抗拒的行為規範，更理所當然的以「零容忍」來面對不馴越界的行為和主體。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極為諷刺的對比：社會越是自許多元尊重，邊緣主體就越顯得

不可寬容，這正是「排斥社會」已然形成的徵兆。 

在過去十年內，西方先進國家的進步語言和價值──從性別平等到同志婚

姻，從環保動保到健康進取（這些都是台灣主流性別政治熱烈擁抱的價值）──

快速而無太多阻擋的進入台灣，在台灣渴望上升、渴望被世界看見的民主氛圍中

形成「道德進步主義」：也就是夾帶著全球化的進步烙印，對文明進步價值表現

出十足自信正確、自認進步的自滿，然而同時卻對所謂「不進步」的言語行為主

體表達極大的暴怒與歇斯底里的仇恨等情緒。在此變化下，原本佔據社會主流位

置、恪守單一文化價值的道德保守主義，和現在口稱多元文化主義但是實際推崇

主流價值的道德進步主義，形成了拉鋸、對立的現象，然而雙方同時也吸收挪用

對方部份話語或策略，而在另一些層面上出現詭異的合流之勢。例如主張和反對

同志婚姻權的不同團體都共同擁抱婚姻家庭的神聖穩定價值。 



道德進步主義的背後，是對於全球化中來自西方主流價值的照單全收，是對

於西方思想知識的橫向移植。但是，為什麼台灣的菁英階層對於被視為文明進步

的普世價值會毫不猶豫的接受和擁抱，焦急地要使台灣進入全球化，而且滿足於

全球化下本土作為地方的角色？從歷史角度看，台灣在冷戰時期因為必須親美以

對抗中共，因此不得不走上「脫亞入歐」的道路。但是由於人口、資源與國家力

量的限制，台灣很難和同樣曾經「脫亞入歐」的日本相比，菁英階層在社會議題

和價值的設定上都沒能走上自主的道路，而現在我們在台灣觀察到的道德進步主

義就是這個「依賴發展」表現在文化上的結果，這個結構上的限制也使得台灣的

社會運動與民間團體 NGO發展出當前所觀察到的特質。 

西方中心主義對在地文化的衝擊，社運角色和性質在與國家和國際糾葛時的

轉型──這些發展對於性別和性都已經形成很關鍵的影響，這也是我目前所關心

和追蹤的趨勢。最後，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展現了我這些覺悟的軌跡，也再次感

謝幫助我讓這些想法能夠面對日本讀者的朋友們。謝謝。 


